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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f pathways to power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political sociology 

and comparative mobility research.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has covered the career 

mobility of Chinese grassroots officials. Going beyond the popular frameworks, such 

as “elite dualism” in elites studies, I tried to identify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Using data from the fieldwork conducted at a township 

in an inland rural area in Northeast China, I found that social capital is more important 

and determinant than “human capital” for the recruitment and promotion of officials at 

a township level. Taking the approach of “Multiple Log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 

argue that the continuing import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career mobility of township 

officials in rural Northeast China is a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of several institutional 

factors. Increasing economic demands and some institutional reform measures, such 

as open elections in rural areas, have sought to change the status-quo and decrease the 

reliance on social capital. However, thes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sources of career 

mobility for political elites are still essentially the same, despite the dramatic change in 

state-peasant relations over the years.

Keywords: Career Mobility, Social Capital, Grassroots Officials, Multiple Log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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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制度邏輯下的基層幹部職業流動 
—以東北內陸農村 F鎮為例 *

林亦府  

哈爾濱工業大學管理學院公共管理系副研究員

摘　要

政治精英流動是政治社會學和比較流動研究的一個重要主

題。然而，當前主流研究對中國農村基層政治精英職業流動鮮有

觸及。超越精英研究中的「二元精英論」等主流分析框架，本研

究嘗試從社會資本視角來解讀農村基層政治精英的流動路徑。基

於筆者長時間在東北內陸農村一個典型的農業鎮（以下稱F鎮）的
田野調查，本研究發現，相對於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對鎮一級幹

部的職業流動的作用更顯著。本研究認為，基層政治精英的職業

流動是一種多重制度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國家制度安排、基層

政府運作邏輯，及倫理本位的中國鄉土文化是影響基層政治精英

職業流動的三大制度性因素。這些制度性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

基層政治精英職業流動的動力機制（Dynamics）。

關鍵詞：職業流動、社會資本、基層幹部、多重制度邏輯

* 本文主要內容曾在香港中文大學「The Seventh Graduate Seminar on China」
（2011年1月5~8日，香港）、吉林大學「第八屆組織社會學工作坊」（2011
年7月9~10日，長春）、復旦大學「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Conference」（2012年5月25~27日，上海）、清華大學「第八屆社會
網暨關係管理研究年會」（2012年7月6~8日，北京）等學術會議上報告。作
者感謝與會的眾多中外學者的點評和建議。文責由作者自負。基金項目：國家

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71303068)﹔教育部高等學校博士學科點專項科研基金
(2013230212001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HTT.HSS.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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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1年廣東烏坎事件彰顯了基層政府治理的困境，該事件對矛

盾凸顯期的中國社會及政府管理帶來深層次影響。當前的中國農

村，已經由「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1向基層政府制

度異化轉變，具體表現為基層政府的「職能公司化」、「結構碎

片化」和「行為運動化」，基層政府的運轉進入了某種「鎖定」

狀態。2在大量的農地、宅基地徵用事件中，基層政府與民爭利、

濫用行政權力，上演了一幕幕「逼農民上樓」、農民自焚抗爭的

官民衝突場景。這些基層官民衝突、群體性事件與基層政府治理

（governance）是密切相關的。

基層政府治理與基層政治精英（基層幹部）的素質、來源是

相互聯繫的。在制度變遷與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政治精英是中國

政治的核心，對基層政府治理的制度分析應該包含基層幹部的研

究。而且，從農村基層幹部的角度對地方政府治理進行切入觀察和

展開分析，是一個獨特而富有創新的研究角度，作為利益主體，農

村基層幹部對基層政府日常運作有全面的經驗和深切的體悟。3因

此，研究農村基層政治精英這個群體，尤其是他們的職業流動，是

一個值得探索的主題。

梳理中國政治精英職業流動的文獻，基於中國的國情限制，

鮮有中國國內學者做過系統的研究，反倒是許多西方學者熱衷於

此。然而，限於敏感歷時性資料獲取的困難，他們往往通過大樣本

問卷調查，從結構主義視角（structural approach），或強調人力資

本（human capital），或強調從政業績（work performance）這些結

構性因素，來解讀中國政治精英的選拔與升遷路徑。熟悉中國國情

1. 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2）。
2. 趙樹凱，鄉鎮治理與政治制度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頁11。
3. 趙樹凱，鄉鎮治理與政治制度化，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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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者不禁要問，僅僅從這些結構性因素來考察處於中國特定的

政治社會文化制度背景下政治精英的職業流動，能否描述其背後的

真實圖景？除了那些結構性因素，影響中國政治精英職業流動還有

哪些?如何把政治精英職業流動路徑的背後機制（mechanism）探析

清楚？

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管理根植於其自身的社會文化，中國

基層政府的運行機制、行為邏輯及所暴露出的問題，不僅要從體制

上進行追問，有時也要從對其所處的社會文化進行深刻的反思。正

如梁漱溟及費孝通所說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倫理本位」、「差序

格局」的社會。4金耀基認為雖然梁和費的理論最早出現於上個世

紀四零年代，但它們在解釋今天中國人的行為模式方面依然有很強

大的生命力。5在民眾一次次對「官二代」的質疑聲中，可以看出

「血緣、親緣關係」或者說中國式的「社會資本」對基層政府運

作、基層政府官員選拔與職位升遷的影響。分析基層政治精英主導

下的中國基層政府治理問題、社會管理問題，離不開剖析中國文化

對其深層次的影響。

因此，在對政治精英職業流動的結構分析之外，有必要將社

會網絡分析帶回到（br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back in）對處於中

國鄉土文化背景下的基層政治精英的職業流動分析中。換言之，本

論文嘗試超越當前政治精英職業流動研究的主流分析框架，著重從

社會網絡視角來解讀農村基層政治精英的職業流動，重點討論「社

會資本」對農村基層幹部職業流動的影響模式及其背後機制。本文

嘗試回答：(1)農村基層幹部職業流動的模式是什麼？(2)社會資本

4. Xiaotong Fei, 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9]1992 ).

5. 金耀基，「人際關係中人情之分析」，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心理（台北：桂
冠圖書公司，1988），頁319~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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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嵌入並影響農村基層幹部職業流動？(3)農村基層幹部的流動

路徑對基層政權建設有什麼樣的影響？

文章首先簡要梳理與本論文相關的文獻，在此基礎上闡明本

文的分析框架。接下來介紹研究方法和研究資料，隨後提供以筆者

田野調查為基礎的研究發現。最後一部分是文章的總結及其對農村

基層政權建設的意義。

貳、文獻綜述

在學術界，政治精英職業流動（選拔與職位升遷）是政治社

會學和比較流動研究的一個重要主題。在社會網絡分析出現之前，

學者傾向於從結構主義視角來分析勞動市場的過程與結果：即個人

走向工作崗位過程是有結構制約的；進入勞動崗位之後，個人在工

作崗位上取得的成就，結果也是受結構制約的。「人力資本理論

（Human Capital Theory）」6和「地位獲得模型（Status Attainment 

Model）」7便是兩個最主要的理論來解釋勞動力過程和結果。受這

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學者們用「技術官僚論（Technocracy）」8

和「二元精英論（Elite Dualism）」9來解釋中國政治精英職業流

6. Gary S. Becker,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7. Peter M. Blau and Dudley Dun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1967).

8. Cheng Li and Lynn White, “The Thi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om Mobilizers to Managers,” Asian Survey, Vol. 28, No. 4 (April 
1988), pp. 371~399; Cheng Li and Lynn White, “The Fif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ull-Fledged Technocratic Leadership with Partial 
Control by Jiang Zemin,” Asia Survey, Vol. 38, No. 3 (March 1998), pp. 231~264; 
Cheng Li, “Jiang Zemin’s Successors: The Rise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Leaders in 
the PRC,”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1 (March 2000), pp. 1~40; Cheng Li, China’s 
Leaders: The New Generation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9. Andrew G. Walder,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0, No. 3 (June 1995), pp. 309~328; Andrew G. Walder, Bo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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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技術官僚論」鼓吹將自然科學原理運用到社會管理上來，

提倡從工程師、財經專家、經理人等相關職業者選拔政府官員。

「技術官僚論」首先出現在美國。後來也被運用到社會主義國家

的精英選拔研究中。10與「技術官僚論」僅僅強調人力資本不同，

「二元精英論」不僅強調人力資本，而且強調政治忠誠（political 

loyalty）對中國政治精英職業流動的重要性。具體而言「二元精英

論」者認為，精英流動有兩條區分明顯的路徑。對進入具有高聲

望、相當特權和明顯物質優勢管理崗位的精英不僅要求教育，而且

要求政治忠誠；第二條路徑，對於進入高聲望卻只有細微特權、

更少物質優勢的專業崗位，則只強調教育，而不強調政治忠誠。11 

周怡認為「二元精英論」其實是「地位獲得模型」的六個改造之

一。12許多學者的研究，如魏昂德、邊燕杰、臧小偉都從不同側面

證明了在解釋中國的政治精英選拔時，「二元精英論」比「技術官

僚論」更有解釋力。

「二元精英論」將教育和對黨的忠誠視為流動機制，而「政

黨庇護流動」的概念突破這一觀點。李博柏和魏昂德提出的「政黨

Li and Donald J. Treiman, “Politics and Life Changes in a State Socialist Regime: Dual 
Career Paths into the Urban Chinese Elite, 1949-199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5, No. 2 (April 2000), pp. 191~209; Xiaowei Zang, “University Education, Party 
Seniority, and Elite Recruitment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30, Iss. 1 
(March 2001), pp. 62~75; Xiaowei Zang, Elite Dualism and Leadership Selection in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4); Wei Zhao and Xueguang 
Zhou, “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Transition: Changing Promotion Patterns in the 
Reform Era,” Organization Science, Vol. 15, No. 2 (March/April 2004), pp. 186~199.

10. Xiaowei Zang, “University Education, Party Seniority, and Elite Recruitment in 
China,” pp. 62~75; Cheng Li, China’s Leaders: The New Generation.

11. Andrew G. Walder,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pp. 
309~328.

12. 周怡，「布勞—鄧肯模型之後：改造抑或挑戰」，社會學研究（北京），2009
年第6期，頁20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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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護性流動模型」（Career Advancement as Party Patronage）研究個

人如何被甄選入黨，而黨員又是如何被提拔到行政領導的崗位上。

運用一項1996年全國性抽樣調查資料的分析，他們證實了所提出的

政治庇護假設。黨員的選拔集中在那些剛開始工作的年輕人群，入

黨的機率隨後持續下降，直到職業生涯中期才相對穩定。在改革之

前，入黨早的人主要來自成分好的家庭，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直到

職業生涯後期才被吸收入黨。在改革後期，家庭成分上的優勢讓位

於年輕的大學畢業生。關於入黨早是否就意味著更有機會被提拔到

管理精英的位置上，在改革以前的確如此，但在改革早期卻不是，

而在改革後期這一模式又出現了。13邊燕杰指出，李博柏和魏昂德

提出的政黨庇護式流動模式揭示原來未曾發現的黨員身分、教育和

職業流動之間的複雜關係。他進一步認為，對教育在社會分層與

流動中作用的理解，必須置於特定的政治制度和歷史背景之下。14

「庇護性流動論」為研究管理精英的流動提供新視角，然而，誰被

庇護，為什麼被庇護，中國文化的因素如何考慮進去，這些問題都

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釋。同時，1996年的數據也越來越難以反映今天

的現實。如今，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成為黨員的門檻越來越

低，探討入黨時間的早晚已經無法反映管理精英流動的經緯。

相較而言，除了陳志柔、楊善華和吳愈曉等少數幾位學者，

直接觸及中國農村基層政治精英職業流動的研究顯得相當寥寥可

數。楊善華認為，中國共產黨在農村選拔基層政治精英也逐漸趨向

功利，即強調被選拔的基層政治精英的辦事能力，能否保證黨和政

府在農村各項任務的完成，而不再特別強調基層政治精英對意識形

13. Bobai Li and Andrew G. Walder, “Career Advancement as Party Patronage: Sponsored 
Mobility into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on Eli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6, No. 5 (March 2001), pp. 1371~1408.

14.  邊燕杰、吳曉剛、李路路，社會分層與流動—國外學者對中國研究的新進展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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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的忠誠。15楊善華的研究對象只限於村幹部，他的研究更多的是

一種理論推理。雖然他提到實地調研，但在文章中並沒有大量實證

資料來支撐他的理論觀點。陳志柔則應用2002年的一項中國大陸調

查（農村部分）的數據，分析得出類似於魏昂德「二元精英論」的

農村精英職業流動二元路徑。具體而言，那些具有黨員身分、接受

更好教育、有更廣泛社會聯繫，並出身於一個大家族的村民更容易

成為村幹部；而當進入企業家職業時，政治、社會和宗族資本則讓

位於人力資本，人力資本起到決定性作用。16使用一個1996年收集

的全國抽樣數據，吳愈曉則探討中國農村居民的職業地位獲得與他

們改革前或解放前的家庭背景影響的關係。他發現，具有解放前的

政治或經濟精英背景家庭的農民，及解放後再分配經濟時期的政治

或經濟精英家庭背景的農民，改革後進入非農職業的機率都比較

高。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精英職業獲得模式是不同的。17

與許多其他定量研究一樣，無論是陳志柔還是吳愈曉，用的

是某一時段的大樣本社會調查數據，以求對中國農村精英流動的整

體輪廓進行描述。他們並沒有深入中國大陸農村社會去探析農村精

英流動的歷史經緯，或者說他並沒有告訴讀者農村精英職業流動的

路徑是如何產生的，其背後的肌理是什麼。

縱觀這些研究，無論是國外的學者還是中國國內的學者，主

要是從結構主義視角來解析中國政治精英的職業流動。他們要麼強

調政治忠誠、教育資質，要麼強調從政業績這些因素在個人職業升

遷中的作用。無論是研究視角，還是研究方法等方面，現有研究對

15. 楊善華，「家族政治與農村基層政治精英的選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一個
分析框架」，社會學研究（北京），2000年第3期，頁101~108。

16. Chin-Jou Jay Chen, “Elite Mobility in Post-Reform Rural China,” Issues & Studies, 
Vol. 42, No. 2 (June 2006), pp. 53~83.

17. 吳愈曉，「家庭背景、體制轉型與中國農村精英的代際傳承（1978-1996）」，
社會學研究（北京），2010年第2期，頁12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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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都有積極的意義，應該說本文是立足於現有研究的基礎上。

然而，現有研究也存在明顯的局限。絕大部分現有研究只是

將中、高層政治精英（省部級以上官員）或城市居民作為研究對

象，很少有研究觸及農村基層政治精英。現有研究缺少一種歷史縱

向角度、微觀層次的分析。絕大部分是進行大型社會問卷調查。問

卷調查對於收集敏感數據，如政府官員的社會資本，具有很大的局

限性。同時，建立於問卷調查基礎上的大部分定量研究，告訴我們

的更多是變量之間的相關關係，在處理因果關係複雜性方面，顯得

力不從心。基層政治精英職業流動的機制、過程是什麼？有什麼樣

的歷史經緯?現有的研究很難給我們一個滿意的答案。

此外，現有的研究如「二元精英論」，未能將政治精英置身

其中的中國文化因素考慮進去，而中國文化往往是一個不可忽略的

變量，正如金耀基所說，中國文化直到今天也一直在影響人們的行

為模式和行動邏輯。18也並不是說所有這些學者都有意忽略中國文

化或者說關係網絡對政治精英職業流動的重要性，但正如寇健文所

說：「本研究未能將幹部的關係網絡等因素列入分析，因為無法有

系統地收集、分析這些資訊⋯⋯」。19對於海外研究中國政治精英

的學者來說，限於中國特殊的國情及研究條件等各方面的限制，收

集敏感歷時性資料是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如果沒有這些第一手數

據為基礎，即使有再好的數理分析工具，所能給讀者展現的只是殘

缺的、甚至是扭曲的畫卷，更不用說能夠真實、準確地探析其背後

的機制。這些研究盲點都為本文提供進一步挖掘的空間。

18. 金耀基，「人際關係中人情之分析」，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心理，頁
319~345。

19. 寇健文，「邁向權力核心之路：中共文人領袖的政治流動及其意涵」，發表於
2010年台日論壇：日本民主黨上台後東亞局勢的轉變與兩岸關係發展（東京：
慶應義塾大學東亞研究所等，2010），頁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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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分析框架

本論文嘗試超越政治精英職業流動研究的主流分析框架「技

術官僚論」和「二元精英論」，著重從社會資本視角來解讀基層官

員的職業流動。

在此，筆者先簡要回顧一下社會資本的相關研究，包括其定

義、分析層次，進而指出本研究中社會資本的分析層次，及其與家

族／血緣關係（資本）的關係。

第一位系統分析社會資本的是法國社會學者布迪厄。他將社

會資本定義為「社會資本是實際或潛在的資源總和。這種資源是源

自於擁有一種長期穩定的網絡。該網絡是一種或多或少已經制度化

的、（成員間）相互認識或認可的網絡關係」。20布迪厄的定義表

明，社會資本包括兩個因素：首先是社會關係本身，它使個體成員

能進入那些依附在他們從屬關係上的資源；其次，是這些資源的數

量和質量。21另一位在社會資本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貢獻的是美籍華

裔社會學家林南。林南認為，社會資本指投資並運用嵌入於社會關

係中的資源以獲得期待的回報。22社會資本可以進一步操作化定義

為行動者（個人、或組織或群體）通過其在社會網絡中的位置，能

夠進入或利用的資源的數量和或質量。23

可以說，社會資本其實有兩個層次，一個是整體層面的

（aggregate level），一個是個人層面的（individual level）。前者

20. P. 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1985), p. 248.

21. Alejandro Portes,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4 (August 1998), pp. 1~24.

22. Nan Lin, “Social Networks and Status Attain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5 (August 1999), pp. 467~487; Nan Lin, “Inequality in Social Capital,”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 29, No. 6 (November 2000), pp. 785~795.

23. Nan Li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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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社會網絡的規範能力，後者強調橋梁關係和結構洞。24

在整體層面將社會資本進行理論化的先行者是科爾曼和普

特曼。科爾曼從功能上定義社會資本「具有兩個共同因素的不同

實體：這些實體都包含社會結構的某些方面；這些實體在結構中

促進了行動者某些方面的行動，行動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全體的

行動者」。25在1995年著名的「單獨打保齡：美國的社會資本正

在衰落」一文中，普特曼將社會資本定義為「社會組織的特徵，

如網絡、規範、社會信任，這些特徵促進雙方都有益的協同、合

作」。26顯然，「社會資本」是一個具有豐富內涵和外延的學術概

念，這也許就是許多中國國內學者對其定義不清，在不同層面上交

叉討論社會資本的原因所在。

本論文主要是從個人層面來討論社會資本的。個人層面上的

社會資本的一種特別類型就是家族／血緣關係。彭玉生認為，中國

鄉村生活中，家族／血緣關係網絡頗具特色、特徵顯著。家族網絡

關係在當代中國鄉村中體現著強關係、文化認同、領導力及親疏關

係。在中國的文化建構中，血緣關係被定義為強關係，這種強關係

還可以根據親疏遠近，比如說這種關係是不是家庭成員，近親還是

遠親關係來進一步劃分。如果非親屬之間的成員的人際關係變得很

緊密，那麼可以通過如「歃血為盟」方式來擬親屬化，說明成員之

間的關係就如同具有血緣關係那樣。27此外，在東北內陸農村這樣

24. 彭玉生，「當正式制度與非正式規範發生衝突：計劃生育與宗族網絡」，社會
（上海），第29卷第1期（2009年1~2月），頁37~65。

25. James S. Coleman,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02.

26. Robert D. Putnam,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6, No. 1 (January 1995), p. 66.

27. Yusheng Peng, “Kinship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9, No. 5 (March 2004), pp. 
1045~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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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移民聚居的地方，除了血緣和姻緣關係外，「義」文化或者說

擬親屬關係也是一種重要的社會關係。與南方如福建、浙江等沿海

省分的鄉鎮相比，這種移民社區的性質決定了東北農村的宗族勢力

比較弱。加之上世紀五○年代的土地改革及之後的「文化大革命」

也使得在東北地區難以形成勢力強大的宗族。然而，微弱的宗族力

量卻也給「義」文化留下了發展空間。正如邊燕杰所說的，通過互

稱對方兄弟或姐妹，關係親近的朋友很容易發展成擬親屬化關係，

這一現象對北方人來說尤為普遍。28這是東北地區一個顯性的文化

現象。來自不同家庭、沒有血緣或姻緣關係的人們，根據年齡的大

小，稱為「大哥」、「二哥」、「三哥」—依此類推。擬親屬關係

成為農村權力結構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勢力。

在本研究中，社會資本被定義為家庭或家族／血緣關係，或

擬親屬化關係。本文將檢驗社會資本是如何影響基層幹部職業流動

的，換言之，基層幹部如何從他們置身於其中的血緣、親緣或擬親

緣網絡中攫取嵌入性資源，而獲得一個回報（獲得職位或得到晉

升）。同時，本研究嘗試解析社會資本影響基層幹部流動的機制是

什麼?

社會科學主流的研究思路和風格趨向於關注某一機制並在研

究過程中將其「孤立分化」以供解析，而不是從各種機制之間的關

係中理解、認識其作用。29而中國的問題往往涉及到多重過程和各

種制度要素間的排列組合，基層政治精英的職業流動也不例外。限

於僅對「某一機制」的關注，現有的研究對中國政治精英職業流動

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能力。

28. Yanjie Bian, “Nepotism and Guanxi,” in David Pong ed., Encyclopedia of Modern 
China (Farmington Hill, MI: Charles Scribner’s Sons, 2009), Vol. 3, pp. 26~28.

29. 周雪光、艾雲，「多重邏輯下的制度變遷：一個分析框架」，中國社會科學
（北京），2010年第4期，頁13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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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多重制度邏輯」視角，30強調多重制度邏輯之間

的相互作用，建立宏觀制度邏輯與微觀群體行為之間的聯繫。在此

基礎上，本文認為，基層政治精英的職業流動應該是一種多重制度

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國家制度安排、基層政府運作邏輯，及倫理

本位的中國鄉土文化是影響基層政治精英職業流動的三大制度性因

素。這些制度性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基層政治精英職業流動的動

力機制（dynamics）。

為此，本研究提供一個解析理論模型。這個模型包含三個部

分：機會（從何而來，體制洞）、抓住機會者（誰能抓住），和抓

住機會的機制（如何抓：社會資源理論）。以下闡述的是其主要的

內在肌理。

一、機會從何而來

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改革方面，中國取得了巨大的進步。

政治改革也取得了顯著地進步。然而總體而言，政治改革與經濟改

革是不同步的，或者說政治體制改革滯後於經濟體制改革。比如說

很多政府行為，就以基層幹部的聘任和提拔為例，很多時候是不透

明的。又比如說，當前我們還是實施民主集中制，權力集中在黨政

一把手手中。同時，又缺乏有效的監督，包括來自紀檢部門、媒

體、民眾的監督。這些都是政治體制改革落後的體現。此外，儘管

各種法令、法規、規章制度花樣繁多，層出不窮，然而它們各自為

政，缺乏系統性、銜接性，有些甚至是相互矛盾、相互抵觸。

同時，以精簡機構、提高效率為初衷的歷次政府機構改革，

往往是越改機構越龐大。基層政府尤為如此，機構改革效果甚微。

中國政府一直以來都在倡導機構改革，提高效率，精簡人員，減輕

農民負擔。然而，結果卻不盡如人意。以F鎮政府而言，目前有70

30.  周雪光、艾雲，「多重邏輯下的制度變遷：一個分析框架」，頁13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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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幹部（包括一些自用人員）。大部分幹部，除了每周一例會31

來政府簽個到，待半個小時左右，平時基本就不來，要麼忙著自己

的事，要麼在家裡待著。平時，鎮政府大樓空蕩蕩的。一位接受採

訪的F鎮某站站長對筆者說，平時政府只要有10個人就足夠應付所

有工作。剩下60多人在政府上班的目的只有領工資，基本上不做什

麼事。此外，過去許多設立的部門，如廣播站，現在已經是有名無

實，但也不撤銷，還是要養一個人在那裡。

這些因素相互作用，產生了一個個「體制洞」，32 或者說一個

個機會。當然，產生機會的結構和系統不是靜止不動、一成不變

的。隨著體制因素的變化，機會結構也在變化，雖然這種變化比較

滯後和緩慢。

二、誰能抓住機會

一個社會的價值觀很大程序上影響該社會中制度的建立和運

行。中國是一個倫理本位的社會。在一個以「差序格局」為人們行

為邏輯基礎的社會，血緣關係（親緣關係）受到人們高度重視。正

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的：「⋯⋯在差序社會裡，一切普遍的標準並不

發生作用，一定要問清了，對象是誰，和自己是什麼關係之後，才

能決定拿出什麼標準來。」33因此，當政治機會產生時，往往是體

制內的人先掌握信息，他們會千方百計、費盡心思讓自己的兒女或

31. F鎮週一例會開始於1998年，例會內容主要是傳達上級黨委、政府會議精神，大
部分時候是集中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內容空洞，流於形式。

32. Ronald S. Burt,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邊燕杰、張文宏，「經濟體制、社會網絡與
職業流動」，中國社會科學（北京），2001年第2期，頁77~89；Yanjie Bian, 
“Institutional Holes and Job Mobility Processes in the PRC: Guanxi Mechanisms in 
Emergent Labor Markets,” in Thomas Gold, Doug Guthrie and David Wank eds., 
Social Connections in China: Institutions, Culture,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Guanxi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17~136.

33. 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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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近親抓住這些機會。因為他們視自己與其子女近親處在同一個命

運共同體，他們覺得有義務去幫助他們的家庭成員去獲得這些機

會。在中國東北，一個以四方移民聚集而居的社區，除了血緣和親

緣關係之外，義文化（擬親屬化）影響力顯著。因此，在這種社區

中，那些擁有親緣資本或擬親緣資本的人更能抓住政治機會。

同時，基於血緣、姻緣或擬親屬化的社會關係，更有利於建

立彼此間的依賴關係（trust-bridging），降低了曝光的風險，雖然

這在網路時代的今天變得越來越難。

三、靠什麼抓住機會

最後，社會資源理論告訴我們，34當面對同樣的機會時，那些

在社會網絡中處於有利地位並且能夠獲得優勢社會資源的人能脫穎

而出，最終抓住機會，實現職位的升遷。

肆、研究設計

一、田野調查基地及研究對象

(一) F鎮介紹

F鎮位於東北津市，是津市大鎮之一。方圓139平方公里，有

12個行政村，五萬左右人口。農業是F鎮主要產業，此外還有種植

業、養殖業、釀酒業和木材加工業等。F鎮在中國東北內陸農村具

有一定的典型性，它既包含有一定城市度的農村集鎮，又包含村落

度較高的糧食種植區及兩者的過渡帶，這種立體結構可以展示東北

內陸農村地區的一切社會結構要素。

本次研究所獲得的數據與先前其他研究在F鎮獲得的數據進行

交互檢驗。F鎮是一個長達多年的研究基地。可以說，研究者已經

34. Nan Li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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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當地各階層人士建立起信賴關係。此外，為了確保本研究數據的

準確性和可靠性，筆者還從不同角度來搜集數據。舉例而言，當採

訪一位幹部時，不僅他／她本人，他／她的領導、同事、親戚甚至

他的對手也是筆者的採訪對象。這樣從不同側面搜集同一組數據，

確保數據的可靠性。

(二) 研究對象

「政治精英」一般指省部級以上的中共及政府高官，大部分

學者的研究也是集中於此，比方臧小偉、李成等。也有部分學者將

鄉村中的基層幹部定義為農村政治精英，如楊善華、陳志柔、周雪

光等。本研究採用後一部分學者的立場，將基層政治精英定義為鄉

鎮政府中擁有相應職位的黨員幹部，目前F鎮共有67位幹部。

當前鄉鎮、村政府機構體現的權力制約關係是：縣（縣級

市）的黨委政府決定鎮黨委及政府負責人的選拔與任命，而鎮黨

委和政府負責人掌握著鎮各個部門負責人、村黨支部書記的選拔與

任命。本研究在闡述基層幹部職業流動時，是將其置於縣（市）—

鎮—村三個層次互動之中，分析幹部在所置身的不同層次的社會網

絡，及能從網絡中獲取的社會資本對其職業流動的影響。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採用深度訪談法和參與式觀察法。周雪光認為，近

距離的觀察和闡述的方法有著獨特的優勢，能更好地分析和把握變

遷過程的複雜性和微妙性。35本研究發現是基於筆者長時間的田野

調查。筆者與一系列人士進行開放式的深度訪談。這些人士包括縣

（市）和鎮一級官員、當地人大代表、村支書、村長、普通農民、

退休官員和當地私營企業者等。在田野調查過程中，筆者有時也參

35.  周雪光，「一葉知秋：從一個鄉鎮的村莊選舉看中國社會的制度變遷」，社會
（上海），2009年第3期，頁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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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鎮、村一級的工作會議，如鎮周一例會、鎮經管站組織的各村機

動地發包會、林木拍賣會等。

伍、社會資本與基層政治精英職業流動

鎮政府是中國政府建制中最末梢的一級政府。鎮幹部可以視

為中國最低級別政府的公務員。他們的編制可以分為行政編制和事

業編制。除此之外，鎮政府還充斥著一批無編制的自用人員。

與中國其他層級的政府一樣，鎮政府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的底層政府。就F鎮而言，中國共產黨F鎮委員會書記（以下簡稱

鎮黨委書記）處於鎮政府權力結構中的最頂端，也就是所謂的權力

「第一把手」，鎮長則是「第二把手」，絕大部分情況下鎮長會兼

任黨委副書記。鎮黨委和政府負責人由上一級政府，即區、縣或縣

級市政府提名和任命。鎮共產黨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則由鎮黨委書記

和鎮長提名，上一級政府組織部門考核通過。此外，鎮政府存在許

多各種職能不同的部門，包括財政所、經管站、農業站、林業站、

畜牧站、水利站、文化站、廣播站、街道辦、民生辦、計生辦、司

法辦、土地辦、城建辦、城管大隊、共青團、婦聯等等。這些職能

部門的負責人由鎮黨委書記和鎮長提名和任命，由鎮共產黨委員會

討論通過。因此，這裡體現的權力制約關係是：上一級黨委政府決

定鎮黨委及政府負責人的選拔與任命，而鎮黨委和政府負責人掌握

著鎮各個部門負責人的選拔與任命。

對於鎮黨委和政府負責人來說，升遷第一步是擔任上一級政

府（區、縣或縣級市）各職能部門負責人或副手，之後根據各人的

社會資本擁有程度、個人的工作業績，繼續去競爭上一層的崗位。

對於鎮黨委委員來說，升遷的路徑是先競爭鎮黨委或政府副職，然

後競爭鎮黨委政府負責人職位。當前農村的現實情況是，能夠上升

到上一級政府職能部門任職及由鎮黨委委員升任鎮黨委政府副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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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均有限，而往往是上一級政府「空降」下來的具有社會資本的

幹部更多。而對於鎮政府普通幹部而言，他們的升遷路徑是從鎮政

府各部門副職，到部門正職，再謀求進入鎮黨委會（通俗說法是

「進領導班子」），再競爭黨委或政府副職、正職。本研究主要分

析F鎮目前在職幹部的職業流動或說升遷路徑。

筆者將通過具體分析F鎮的權力核心—鎮黨委會的人員構成、

鎮幹部類型分析，來闡明社會資本對鎮幹部選拔與升遷的作用及其

背後的機制。

一、F鎮共產黨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F鎮委員會是鎮的權力中心。截至2009年底，鎮黨

委會共有12位成員，包括一位書記、一位鎮長、兩位副書記、三位

副鎮長、一位組織委員、一位宣傳委員、一位統戰委員、一位共青

團書記及一位政府黨委秘書（表一）。

表一：中國共產黨F鎮委員會
姓名 職位 進職路徑（社會資本）

1 PZS 鎮黨委書記

ZB，津市人大委員會主任、原津市市
委組織部部長。

ZKY，津市市委組織部部長、原F鎮黨
委書記。

2 GZB 鎮長兼黨委副書記
「靠山」是原F鎮黨委書記、現津市市
委組織部長ZKY。

3 SL（女） 鎮黨委副書記
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條例中，各級政府

領導層中必須有一位女性幹部。

4 LJ 鎮黨委副書記

LJ父親擔任鎮最要害部門—財政所所長
已經長達23年。LJ的履歷上寫著他14歲
時就成為鎮裡的職員。

5 WX 副鎮長 WX的舅舅是津市常務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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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YYY
掛職副鎮長兼樂村村

支書

YYY與某油田公司有著深厚的關係。
過去20年，他從某公司油田引進投資到
F鎮打油井，為津市、F鎮及樂村帶來豐
厚的經濟利益。

7 WY 組織委員

WY的父親長期擔任F鎮黨委副書記。
而且WY與F鎮前任黨委書記、現津市
副市長HFC是同一個村莊人。同時，W
姓家族還與津市市委副書記孫某亦攀上

親戚關係。

8 ZLJ 宣傳委員

由於ZLJ沒有可供利用的社會資本，據
其一位同事介紹，2003年ZLJ從普通中
層幹部晉升為黨委委員後，春節時他不

得不拿出5000元人民幣給時任黨委書記
拜年。

9 ZQF 鎮團委書記

ZQF的哥哥是隔壁鄉的副鄉長，並且與
津市市委組織部長ZKY具有良好的私人
關係。因此，他晉升為黨委委員並沒有

如宣傳委員ZLJ那樣送5000人民幣給時
任黨委書記。

10 LFQ
掛職副鎮長兼滿村村

支書

滿村是F鎮最富有的一個村，因為老支
書為滿村留下大量的集體財產。LFQ經
商出身，在市場化運作集體財產方面、

幫助鎮裡處理事務方面，經驗豐富，深

受領導賞識。

11 LSY
統戰委員兼鎮經濟管

理站站長

LSY是F鎮鎮長GZB的親戚，LSY的另
一個親戚是原F鎮黨群副書記（正科
級）LCS。而且經管站是鎮重要部門，
掌握全鎮各個村的財源。此外，他做事

效率比較高。

12 YHL 鎮政府秘書

該職位的幹部需要天天坐班，而其他幹

部一周才來一次。雖然YHL父親曾是隔
壁鎮的武裝部長，後升任副鎮長，這為

YHL先到部隊當兵再上武裝幹部學校提
供便利。但是本次晉升主要還是YHL個
人的工作表現。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從表一中可以看出，擁有社會資本對一位幹部進入權力核

心—F鎮黨委會的作用。表一中的LJ、WX、WY、ZQF、LSY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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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獲益的典型例子，而PZS、YHL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則是間接讓他

們獲益。這裡還可以根據親疏遠近進一步細分，如LJ、WY、ZQF

所擁有的社會資本來自於家庭成員，WX的社會資本來自於近親，

而LSY的社會資本來自於遠親。因此相對於其他幾位幹部，LSY更

需要通過發揮自己的人力資本優勢來鞏固自己的地位，進而謀求進

一步的升遷。

社會資本的另一種形式是擬親屬化。這裡用F鎮鎮長GZB作

為案例進行說明。GZB是改革開放以來，F鎮第二位「坐地提」

幹部。36由於F鎮是津市的大鎮，鎮領導的發展仕途都比較好。因

此，F鎮黨委和政府的負責人位置，成了津市很多部門副職及其他

鄉鎮同級別領導覬覦的對象。改革開放以來，歷任黨委書記和大部

分鎮長均由津市任命的外來幹部，GZB能在同一個鎮內從普通幹部

升為鎮長，實屬「另類」。因此，剖析GZB如何能成為鎮長比較有

意義。

GZB，1991年從黑龍江大學大專畢業後，就開始在F鎮政府工

作。從最基層的經管站站員幹起，先後擔任經管站副站長、黨委委

員兼站長、鎮紀委書記、副鎮長、鎮黨委副書記，一直到2009年4

月開始擔任F鎮鎮長兼鎮黨委副書記。1991年至2001年期間，儘管

他工作相當出色，但他職位晉升緩慢，一直在一個部門待著。而

2001年以來，他獲得快速晉升。在這個過程中，擬親屬化的社會資

本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採訪中，GZB認為他最初在經管站待的時間

太長了，因為他當時覺得只要好好工作就行，而沒有更多地去培養

「關係」。後來，他意識到在努力工作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要培養

社會關係，尤其是具有東北特色的擬親屬化關係。在2009年的鎮長

崗位競爭中，他獲得最後的勝利。GZB自己感言：「在基層單位如

36. 「坐地提」幹部指從同一個單位，從最低級別幹起，最後升為本部門主要負責
人的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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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想得到晉升，必須有一個『靠山』。」許多被採訪者告訴筆

者，他的「靠山」是原鎮黨委書記、現津市市委組織部長張某。

二、F鎮幹部類型學分析

根據幹部所擁有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kinship/fictive kinship 

capital）的情況，筆者將F鎮的67名幹部分成五種類型（表二）。

A1代表既有人力資本，又有社會資本的幹部；A2代表具有社會資

本，但擁有的學位是擴招之後獲得；B代表僅有社會資本的幹部；

C代表僅有人力資本的幹部；D指既無社會資本又無人力資本的幹

部。

上文對社會資本進行了界定，這裡對人力資本進行說明。人

力資本傳統上是用教育和工作經驗來測定的。37 而在本文中，人力

資本被定義為是否獲得大中專學位。同時，將人力資本分為兩類

（A1和A2）。之所以將人力資本分為A1和A2是與中國的教育改革

直接相關的。上世紀九○年代開始，中國的大學進行擴招。而1999

年全國高校全面並軌，也標誌著中國高校進入全面擴招階段。中國

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步入大眾教育。在擴招之前，即使是上普通

的大專院校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擴招之後，年輕人很容易從普通

「農廣校」拿得一個學位，只要他們家能夠供得起他們的學費和上

學開支。

37. Zhiqiang Liu, “Earnings, Educ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Urba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6, No. 4 (July 1998), pp. 697~725; 
Yusheng Peng, “Wage Determination in Rural and Urban China: A Comparis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dustrial Sector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7, No. 2 
(April 1992), pp. 19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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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幹部的類型

社會資本（親緣資本／擬親緣資本）

否

人力資本
是 A（A1 和 A2） C
否 B D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根據鎮政府幹部的行政級別，筆者將F鎮幹部劃分成7個等

級，如同一個權力金字塔，越頂端權力越大，人數越少（表三）。

表三：鎮政府幹部的行政級別劃分

職位

行政級別

1 鎮黨委書記

2 鎮長（黨委副書記）

3 副書記或副鎮長

4 鎮黨委委員

5 各站辦所長

6 普通有編制幹部

7 沒有編制幹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筆者將檢視A1、B、C三種類型的幹部的

職業發展路徑，探討他們是否擁有親緣資本，及親緣資本對他們的

職業流動形成什麼樣的影響。根據費孝通的「差序格局」及血緣、

姻親關係的時代變遷，筆者將用不同粗細的線條（圖一）來表明F

鎮幹部所置身的親緣關係網絡圖。

關係1：夫妻

           
 

 

 

 

 

 

 

關係2：父子或父女

           

 

 

 

 

 

 

 

關係3：兄弟姐妹（包括姻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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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4：岳父與女婿

           

 

 

 

 

 

 

 

關係5：叔侄

           

 

 

 

 

 

 

 

關係6：表兄弟或堂兄弟

           

 

 

 

 

 

 

 
關係7：擬親屬化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圖一：不同的關係類別

（一）A1類型幹部

表四：既有人力資本，又有社會資本的幹部（A1型）38

姓名 年齡 人力資本 社會資本 當前職務
行政

級別

1 PZS 42

津市師範學院38

／中專

a. ZB：津市人大常委會         
              主任
關係：擬親屬關係

b. ZKY：津市市委組織 
                  部部長
關係：擬親屬關係

c. CSX：原津市師範學 
                  院副院長
關係：岳父與女婿

鎮黨委書記

1

2 GZB 42
HLJ大學／大專 ZKY：津市市委組織部        

              部長
關係：擬親屬關係

鎮長

2

3 ZQF 37
QQHE林業學校
／中專

ZQS：隔壁鎮副鎮長
關係：兄弟關係

共青團書記
4

38. 在上世紀八○年代，農村最優秀的學生初中畢業後，會選擇師範或中專學校，
上高中則是次優選擇。這主要是因為師範或中專學校畢業後馬上就能分配工

作，這對農村學生來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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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年齡 人力資本 社會資本 當前職務
行政

級別

4 LSY 35
MDJ 農業學校
／中專

GZB：鎮長
關係：表兄弟關係

黨委委員／經管

站站長
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在這一類型的幹部（表四）裡，筆者以PZS為案例，透過他的

升遷路徑來解讀社會資本對基層幹部職業流動的影響。

1. 案例  PZS，F鎮黨委書記，行政級別1

PZS於1968年出生於一個農民家庭。他的父親是一名木匠。由

於上過初中，他父親還曾在小學擔任過民辦教師。這說明PZS來自

一個相對來說具有較好教育背景的家庭，因為上世紀六○年代，在

農村讀過初中的農民並不多。1985年，PZS初中畢業以全縣最高分

成績考入津市師範學院。在津市師範學院期間，PZS先後任班長、

校學生會副主席、主席。這裡我們可以看出PZS不僅有文憑（人力

資本），而且他學校期間也有過領導的歷練。

1989年，PZS畢業分配至津市市委工作。用他自己的話說，從

1989年至1993年，雖然他工作表現出色，但是由於沒有社會資本，

他只能是一個小人物，在崗位上原地踏步。

1993年，PZS調入津市市委組織部工作，在那裡他遇見他的第

一位「靠山」—時任市委組織部部長ZB。ZB由軍隊轉業到地方，

部隊的經歷讓其特別重視義氣。PZS任組織部辦公室主任，與ZB搭

檔多年，深得ZB依賴。當ZB升任為津市市委副書記時，他協助提

拔PZS為市委組織部副部長。

接任ZB的是ZKY，是PZS的另外一位「靠山」。在當前的中

國基層政府，對一位中層幹部而言，如果有地方黨委或行政一把手

的歷練，對其政治前途具有加分作用。此外，如果能夠成為一個富

裕鄉鎮的主要領導，對其家庭經濟收益來說也大有好處。ZKY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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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PZS設計了新的職業發展路徑，幫助他先成為津市大鎮之一F鎮

鎮長，並為最終擔任F鎮黨委書記鋪好路。2007年，PZS出任F鎮鎮

長，2009年，PZS接替HFC，成為F鎮的黨委書記。

此外，PZS的妻子CDY擔任津市市政府行政中心副主任，夫妻

倆行政級別都是副處級。CDY的父親CSX曾任F鎮黨委副書記，後

升任津市師範學院副院長。CSX家底豐厚，在省城擁有私人別墅。

蔡家豐富的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本，對CDY和PZS的職業晉升起到作

用。圖二顯示的是PZS的社會關係網。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圖二：PZS的社會關係網

（二） 基層官二代（B類型幹部）

當仔細研究一下F鎮幹部的背景時，就會發現很大一部分是因

為他們的家庭或親屬關係而成為政府幹部（表五），也就是說社會

資本起到了重要作用。本研究借用「官二代」一詞將他們稱為「基

層官二代」，主要指的是前任或現任政府較高級別幹部的子女或近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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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只有社會資本的幹部（幹部類型B）

姓名
年

齡
社會職位 當前職位 行政級別

1 LJ 41
LCH：財政所所長
關係：父親與兒子

鎮黨委副書記 3

2 ZJ 42
ZZD：原鎮黨委副書記
關係：父親與女兒

鎮婦聯主席 4

3 XLQ 35
LCH：財政所所長
關係：舅舅與外甥

土地辦副主任 5

4 QGH 49
QWD：原滿村村支書、
              鎮財政所會計
關係：父親與兒子

財政所會計，準備接財政所

所長LCH的班
5

5 HZY 49
HCY：原鎮黨委宣委員
關係：哥哥與弟弟

民生辦主任 5

6 WDF 49
WC：原鎮黨委政府秘書
關係：父親與兒子

鎮畜牧站站長 5

7 YJL 35
YBW：原鎮企業辦主任
關係：父親與兒子

鎮城管大隊副大隊長 5

8 HLJ 45
WFZ：原鎮黨委副書記
關係：嬸嬸與侄女婿

武裝部副部長

（鎮黨委書記為部長）
5

9 JYJ 46
JFY：原水利站站長
關係：父親與兒子

街道辦主任 5

10 HXY 35
HCY：原鎮黨委宣傳委員
關係：父親與兒子

城管站副主任 5

11 SGQ 50
WFT：原鎮黨委書記
關係：擬親屬關係

土地辦主任 5

12 GJF 47
AHS：原副鎮長
關係：擬親屬關係

城建辦主任 5

13 WDF 42
WCC：原鎮工業副書記
關係：父親與女兒

計生辦職員 6

14 WXX 44
WJH：原鎮黨委副書記
關係：父親與兒子

財政所職員 6

15 AXW 39
AHS：原副鎮長
關係：父親與女兒

計生辦職員 6

16 SHM 35
SX：原計生辦主任
關係：父親與女兒

林業站職員 6

17 ADC 53
AJ：原鎮黨委副書記
關係：父親與兒子

農業站職員 6

18 SXB 50
AHS：原副鎮長
關係：擬親屬關係

計生辦職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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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年

齡
社會職位 當前職位 行政級別

19 YJM 37
YSL：原鎮黨委副書記
關係：父親與女兒

財政所職員 6

20 LFY 35
LYG：原副鎮長
關係：父親與兒子

計生辦職員 6

21 MHL 29
MDG：隔壁鄉派出所所長
關係：父親與兒子

經管站職員 6

22 XQ 52
XK：原鎮工業助理
關係：哥哥與弟弟

鎮長司機 6

23 WYP 38
ZLJ：黨委宣傳委員
關係：丈夫與妻子

計生辦職員 6

24 ZCH 45
ZDF：原廣播站站長
關係：父親與女兒

廣播站職員 6

25 GCF
GCF：X省財政廳農村處官                          
             員
關係：哥哥與弟弟

財政所職員 6

26 ZFJ 40
ZKY：津市市委組織部部長
關係：擬親屬關係

鎮黨委書記司機 6

27 WSF 30
YYY：掛職副鎮長、樂村村 
             支書
關係：岳父與女婿

調訪辦職員

（自用人員）
7

28 SLM 27
ZQF：原鎮武裝部部長
關係：姨父與外甥女

計生辦職員

（自用人員）
7

29 LL 24
LFQ：掛職副鎮長、滿村村  
            支書
關係：父親與兒子

經管站職員

（自用人員）
7

30 DSS 52
XXF：原鎮長
關係：姐夫與妻弟

司法所職員

（自用人員）
7

31 LJ 36
XK：原鎮工業助理
關係：岳父與女婿

鎮政府司機

（自用人員）
7

32 ZJL 27
ZZY：鍋爐工
關係：父親與兒子

司法所職員

（自用人員）
7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從表五可以看出，F鎮的社會關係主要還是以血緣或近親關係

為主。這在當前東北內陸農村屬強關係。此外，WYS的外甥女又

嫁給LCH的二兒子LB，王家與劉家以姻親的方式實行強強聯合。

通過血緣、姻親或擬親屬化，在正式權力結構中組成權力網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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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個網絡中的個體，能充分利用網絡資源，為自己職業向上流動

提供便利。下面以最典型的L氏家族為案例進行分析：

1.以F鎮財政所所長LCH為首的L氏家族

LCH小學沒有畢業就進生產隊，並當了隊長。之後，又當過

滿村民兵連長。28歲時被提拔為滿村黨支部書記。在全國各地大

辦村辦工業或社辦工業時，他辭職，當上了F鎮養魚廠廠長。1987

年，在時任F鎮黨委書記WFT的提攜下，他入職F鎮鎮政府，成為

鎮第一任財政所長並延續至今。財政所長的特殊位置讓LCH知曉F

鎮歷任黨委書記在任期間財政開支情況，無論是錯用、借用，還是

挪用，LCH先生了如指掌。然而，LCH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對事守

口如瓶，他從來不會輕易向其他人透露半點此方面的信息。比如，

在F鎮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鎮黨委書記和鎮長可以用鎮年度財政

支付他們送禮的支出。據F鎮一位黨委委員向筆者透露，這個數額

每年可以達到10萬人民幣。LCH包括他在財政所的助手QGH雖然

對內幕掌握清楚，但他們從不對外泄露這些信息，因此，LCH深得

鎮黨委書記器重。

LCH在幫助家人及親屬進入政府謀職有他獨特的戰術。他盡

力服務好F鎮歷任黨委書記，包括WFT、LPS、ZKY、HFC和現任

黨委書記PZS。他們向歷任黨委書記表現出極大的忠誠。當F鎮有

空缺崗位或晉升機會時，F鎮黨委書記也會在同等情況下，優先考

慮L氏家族的成員及親屬。當然，也不是每一任鎮黨委書記都這麼

做，如於1998到2001年間任F鎮黨委書記的LPS曾有過不滿足LCH

的要求的前例。LCH以退為進，威脅不再擔任財政所所長。由於

LCH清楚地掌握F鎮的所有財政收支情況，如果LCH將之泄露出

去，可能會出現個魚死網破。最後經過協商與妥協，LPS還是多少

滿足了LCH的要求。

在LCH的推薦下，他的大兒子LJ十四歲小學畢業時就進入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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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LJ先是在他父親任所長的財政所擔任農業稅協理員，

後成為F鎮黨委政府秘書。1996年12月他正式轉正為國家公務員。

1998年他成為F鎮黨委委員、統戰委員。之後成為組織委員、副鎮

長，最終於2007年被提拔為F鎮黨委常務副書記。

LJ近幾年的快速升遷，同L氏家族與現津市市委常委組織部長

ZKY的關係直接相關。正如LCH盡心盡力為歷任黨委書記服務，

ZKY於2000年至2002年擔任F鎮黨委書記期間，L氏父子與ZKY建

立了深厚的關係。當ZKY晉升為掌管津市所有幹部升遷的組織部

長時，在ZKY的幫助下，LJ由鎮黨委委員、組織委員晉升為副鎮

長。

LCH還分別把他沒有上過大學的二兒子LB和女兒LM介紹進入

F鎮的稅務機關工作。雖然LM從來沒有在F鎮鎮政府上過班，但她

卻能長期在F鎮鎮政府領一份額外的工資。LB買了一台私家車，無

論有事沒事，鎮裡總會用他的車。這是因為鎮常務副書記LJ負責F

鎮車的調配，而LCH在財政所的地位總能讓LB先於其他人報銷帳

單。在LCH的幫助下，LB已經從F鎮調出，而成為津市老幹部局的

職工。此外，LCH還利用他的影響力幫助其親外甥XLQ進入F鎮鎮

政府工作，XLQ目前擔任實權單位F鎮土地辦副主任。

LCH還把他的影響力擴大到血緣、姻親關係之外。LCH與

QWD關係深厚，當LCH離開滿村時，QWD接任滿村黨支部書記﹔

當LCH成為F鎮財政所所長時，LCH又把QWD調到財政所當會計，

LCH讓QWD在會計崗位上一直做到QWD75歲去世。這即使在中國

也是很不正常的現象。在LCH的引薦下，QWD的兒子QGH進入F

鎮財政所工作。LCH有意在他不得不退的時候讓QGH接他的班。

一位鎮幹部告訴筆者：「LCH讓QWD一直幹到死。他卻從來不給

另外一位擁有初級註冊會計師證的年輕會計ZJH分派任何工作。」

下圖便是L氏家庭的親族關係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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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圖三：L氏家族的親緣關係網

從L氏家族的案例可以看出，人們之所以願意把自己的家庭網

編織得更大些，是因為通過家庭親屬網所建立起的社會關係，會使

家庭經濟的發展獲得資源。即使同某一家庭沒有什麼親屬關係的

「官員」，也往往通過「擬親屬化」方式編織到家庭網絡中來。一

個家庭的親屬關係網越縱橫交錯，有權有勢、有財力、有本事的人

越多，那麼這個家庭發展的機會和可利用的條件就會越多。

（三） 政治精英第二大來源：高校畢業生（C型幹部）

在「官二代」之後，高校畢業生（表六）是F鎮幹部的第二大

來源。與其他來源的幹部相比，高校畢業的幹部擁有一般意義上的

「人力資本」。然而，總體而言，僅擁有人力資本的這個群體的政

治仕途與擁有社會資本「官二代」的政治仕途相比，黯淡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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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只有人力資本的幹部（類型C幹部）
姓名 年齡 人力資本 當前職位 行政級別

1 SL 44 雙鴨山師範學校／中專 鎮黨委副書記 3
2 ZLJ 41 黑龍江大學／大專 黨委宣傳委員 4
3 WGH 38 東北林業大學／大專 林業站站長 5
4 TCB 39 雙城畜牧學校／中專 計生辦主任 5
5 XSX 44 北安農業學校／中專 農業站站長 5
6 WYS 42 綏化師範專科學校／大專 勞務輸出辦公室職員 5
7 XSS 35 佳木斯農業學校／中專 經管站會計 6
8 WXX 39 雙城畜牧學校／中專 畜牧站職員 6
9 GDJ 35 佳木斯農業學校／中專 畜牧站職員 6
10 CSH 24 雙城畜牧學校／中專 畜牧站職員 6
11 LCS 27 雙城畜牧學校／中專 畜牧站職員 6
12 ZJH 37 牡丹江農業學校／中專 財政所會計 6
13 SQ 29 北安農業學校／中專 農業站站員 6
14 LYB 39 東北農業大學／大專 城建辦職員 6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從表六可以看出，僅擁有人力資本的幹部的職位都比較低

微，尤其是與表二中僅擁有社會資本的LJ（黨委副書記）、WX

（副鎮長）、WY（組織委員）等相比，差距更明顯。僅擁有人力

資本的幹部最高行政級別只達到三級。而且此類型的唯一幹部SL

（女）還是個特例。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條例中，各個層級的政府

的領導配置中，要求必須安排一位女幹部。除了ZLJ之外，其他幾

乎沒有幹部能晉升至四級。在ZLJ的案例中，他於2003年從一位中

層幹部晉升為F鎮黨委委員，作為一種潛規則，在第二年的春節拜

年時，他拿出5000元給時任F鎮黨委書記拜年表示感謝。

以下是兩個高校畢業的幹部的具體案例：

案例1：ZLJ現任鎮黨委委員、宣傳秘書。他於1991年畢業於

黑龍江大學。他工作能力突出，1998年，他作為津市17位幹部之

一，到北京大學進行短期學習。他精通計算機和寫作。然而，他一

直沒有更高的晉升機會。每次鎮領導班子有一個職位空缺，總會被

津市派來的另外一個有社會資本的官員填補。

我對這個社會很失望。大部分我的同事都是在浪費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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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對社會沒什麼意義。我一直在懷疑知識真

能改變命運嗎? 

案例2：ZJH，現任財政所會計。ZJH於1996年大學畢業後，來

到F鎮政府工作。他業務能力突出，擁有中級會計師證書，這在農

村基層官員當中是比較少見的。然而，由於他缺乏社會資本，他一

直被從這個部門推到那個部門，十三年來他工作總共被換了6次。

每次換工作不是自己主動提出想換，而是被逼著給有社會資本的人

騰出位置。現在他變得與世無爭，開始鑽研易經。

當我能解決我的基本生活問題，我不再與命運抗爭。如果

你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改變命運，那就接受它吧。每個人都必須

很好地調解自己的心情，成為自己的心理醫生。

（四） 檢驗社會資本在基層幹部職業流動中的重要性

正如上文所述，在F鎮共有67位基層幹部。根據表二和表三幹

部類型的分類，我們得出表七和圖四。

表七：各行政級別及類型幹部分布（百分比）

A1 A2 B C D
級別一 (1) 1/1*100%

=100%
級別二 (1) 同上

級別三 (3) 1/3*100%
=33.3%

1/3*100%
=33.3%

1/3*100%
=33.3%

級別四 (6) 2/6*100%
=33.3%

2/6*100%
=33.3%

1/6*100%
=16.7%

1/6*100%
=16.7%

級別五(19) 2/19*100%
=10.5%

10/19*100%
=52.6%

4/19*100%
=21.1%

3/19*100%
=15.8%

級別六(29) 3/29*100%
=10.3%

14/29*100%
=48.3%

8/29*100%
=27.6%

4/29*100%
=13.8%

級別七 (8) 6/8*100%
=75%

2/8*100%
=25%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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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四：各級別和各類型幹部的分布柱狀圖

從圖四可以看出，具有親緣資本的A1、A2和B類型幹部在七

個行政級別中均出現，只是比例大小不同而已，這表明擁有親緣

資本的幹部具有更顯著的機會。正如上文所述，僅有人力資本的C

型幹部最高行政級別只達到三級，而且SL還是個特例。在C型僅有

人力資本的幹部中，除了ZLJ之外，其他幾乎沒有幹部能晉升至四

級。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最高兩行政級別（級別一和級別二）

中，則由類型A1的幹部占據，他們不僅擁有親緣資本，而且擁有

真正的人力資本（貨真價實的文憑），也承擔他們工作所需要的資

質、技能和工作表現。這說明在今天日愈複雜的鄉鎮社會現實中，

黨委和政府負責人必須具有一定的人力資本，才能應付複雜的局

面。

由此，我們得出東北內陸農村基層幹部職業升遷模式：在一

個欠發達的內陸鄉鎮，那些具有優質社會資本的人在政治勞動市場

中最為活躍，也最可能抓住出現的機會。如果他們同時還具備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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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力資本，他們職業晉升的速度會更加迅速。那些具有優質社會

資本但人力資本較差的人在政治勞動市場中也比較活躍，但他們的

職業晉升速度相會比較慢一些。那麼具有優質人力資本但沒什麼社

會資本的人在政治勞動市場中不太活躍，也更難抓住機會。

六、結論與討論

有關政治精英職業流動的現有文獻中，獲得數據的方法大部

分以問卷調查為主，分析的主流框架依然是「二元精英論」等結構

主義視角，而對中國農村基層幹部的研究鮮有觸及。本研究以中國

農村政治精英為研究對象，以深度訪談、參與式觀察為獲取數據主

要方法，深入中國東北內陸農村F鎮進行長時間的田野調查，獲取

豐富的、較高質量的第一手數據，就鄉鎮一級基層政治精英的選拔

與流動提供新的思考。與主流「二元精英論」分析框架不同的是，

結合中國特有的鄉土文化，本研究主要從個人層次社會資本中特定

的「家庭、家族／血緣關係資本」（kinship）入手，重點分析F鎮

政治精英的職業流動過程中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作用和影響。本

研究發現，對於鎮一級政治精英的選拔與晉升來說，社會資本（家

庭和親屬關係），相對於人力資本而言，顯得更重要和更有決定性

作用。

本文嘗試從制度分析的角度，解讀產生這種社會現象背後的

制度因素。採用「多重制度邏輯」視角，強調多重制度邏輯之間的

相互作用，建立宏觀制度邏輯與微觀群體行為之間的聯繫，本研究

認為，基層政治精英的職業流動應該是一種多重制度因素相互作用

的結果。具體而言，由於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的不同步，

產生了一個個體制洞（institutional holes）或說一個個政治機會

（political opportunities）。在一個依然以「倫理本位」、「差序格

局」為主導行為模式的社會，在社會網絡中占據有利地位並能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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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厚社會資源的人們更可能填充這些體制洞，而獲得最終的機會。

一葉落能否知秋到來?39F鎮的經驗不能代表和推廣到中國南方

農村，甚至也不能代表東北沿海地區農村。同時，也不能武斷地認

為中國的農村沿著同一條相似的路徑變遷。但是，從這個小鎮獲得

的經驗對理解轉型中國的巨大社會變遷有著重要的意義。

本研究對農村基層政治的發展具有一定的意義。自從胡、溫

2003年執政以來，中國政府出臺了許多政策，取消了延續幾千年的

農業稅、全面實行免費九年制義務教育、實行農村醫保、養老保險

開始試點等等，國家與農民關係發生巨大變化。與此同時，農村基

層官員的角色也在變化。對鎮政府而言，需要一次徹底的改革。那

些擁有社會資本卻沒什麼人力資本的人占據著大量位置。而那些光

有人力資本的，卻得不到晉升。當然，諸如中層幹部公開競聘、競

選的一些新的制度已經出現。然而，這些還遠遠不夠。進一步深化

鎮一級政府改革，或許是中國基層政治的一個走向。

誠然，作為一個探索性研究，本文還有許多不足之處。本研

究主要探討的是在一個以農業為主要產業、四方移民聚集的東北內

陸農村的基層幹部職業流動的模式，在這樣一個內陸農業鎮中，基

層幹部也面臨各種社會關係，然而，起最大作用的則是血緣、姻

緣、擬親屬關係。顯然，在中國，不同層級、不同區域的地方政府

或基層政府官員職業流動的模式與路徑是不一致的，其背後的邏輯

也存在著差別。即使在一個層級，基層幹部所面對的社會關係也可

能存在不同。也許在其他區域，除血緣、姻緣、擬親屬關係之外，

同學關係、戰友關係或其他關係也可能是顯性關係。

因此，作為本論文的追蹤研究，可以從縱向、橫向及歷時的

角度進行拓展研究。縱向的可以是不同層級間，橫向的是不同區

39. 周雪光，「一葉知秋：從一個鄉鎮的村莊選舉看中國社會的制度變遷」，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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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經濟發展不同階段的地方政府官員職業流動模式與機制的深入

比較。歷時角度可以就F鎮為樣本，改革開放或新中國成立為時間

跨度進行比較，解析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

農村基層幹部職業流動的異同及其背後的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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